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交往与精神健康
———基于北京和珠三角地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郭星华1 才凤伟2

( 1．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北京 100872;

2．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与人口学院，北京 100872)

提 要: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精神健康问题在当今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本研究基于北京和珠三角地区的调查数据，

描述了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精神状态欠佳; 影响其精神状态的因素主

要集中在社会交往层面，其中群体性交往尤为重要。研究认为，从根本上根除“流动劳动力体制”是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

的关键。在现有条件约束下，通过国家、企业和社区的协同努力，增加新生代农民工的自主性群体交往并进而增强其对城市的

社会认同，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问题的可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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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

的快速推进，农村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涌入城市，构成了人数

众多的农民工群体。伴随农民工群体自然的代际交替，新生代

农民工①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力

军。据统计，截止到 2010 年，新生代农民工总人数为 8487 万，

占全部外出农民工总数的 58． 4% ，已经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

体②。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

们的生存境遇并不尽如人意，缺乏劳动保障、工资被拖欠等权

益受到侵害的事件时有发生，在各种大众媒介中也经常出现他

们吃住条件差、工资偏低、受歧视等方面的相关报道。在这种

形势下，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物质生存境遇得到了社会各界

的高度重视。“富士康事件”③后，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问

题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政府迅速出台一些相关政策，要

求各级政府和各个企业都要切实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

化生活状况。与之相应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问题也逐

渐为学术界所重视。
一、文献回顾和研究起点

在学术界的视野中，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哪些因素导致了新

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问题的频频发生? 在这样的理论和现实

追求下，学术界展开了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或心理健康

影响因素的探讨。如果可以将影响因素分为内在和外在两个

层次来分别剖析，对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内在影响因素的既有研

究表明，婚姻状态和性别都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问题

产生影响［1］。从外在影响因素来看，以研究所关注的重心来分

类，可概括为如下几种视角:

( 一) 制度结构的视角。制度具有的重要意义已经无需赘

述，在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问题中，制度的作用也得到了再

次强调。有学者认为，独特的工厂体制是构成员工精神健康问

题的根源，员工精神健康问题的发生是基于劳动力的不确定性

而导致的消极的自我保护机制作用的结果［2］。同时，国家、地
方政府和资本共同编织的“流动的劳动力体制”也是造成新生

代农民工精神状况欠佳的重要原因，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进程，驱除其流动性，促进城市融入、工作权益的保护等措施是

有效提升其精神健康的关键［3］。此外，国家宏观制度的结构性

制约，如现有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等也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

精神健康产生消极影响［4］。
( 二) 关系网络的视角。对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等“关系”

问题的探讨也是学者在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问题时可

以汲取的思想源泉。20 世纪 90 年代，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指

出，社会网络具有向其成员提供功能性、情感性和社会交往支

持的功能［5］，可以对其成员的心理压力产生缓解作用。赵延东

的研究发现，个人的社会网络规模对身心健康均起着积极作

用: 紧密度高、异质性低、强关系多的“核心网络”对精神健康有

积极影响，而相反特征的松散网络则对身体健康更有利［6］。何

雪松等人( 2010) 的研究则认为，社会支持是精神健康的重要保

护性因素［7］，其他学者也得出社会支持和精神健康之间存在密

切关系的类似观点［8］。
( 三) 生存体验的视角。除此之外，相关研究指出农民工的

心理健康水平与生活满意感体验存在负相关关系，生活满意度

越高，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几率就越小［9］。从现实背景看，对

于新生代农民工目前体验到的“半城市化”状态以及由此带来

的城市社会认同( 最直接地体现为对所在社区的认同) 的不确

定，都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发挥作用［10］。同时，新生

代农民工移民压力的体验对精神健康也具有显著影响。
总体来说，已有研究为我们深刻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

健康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思路，但还需进一步的深化和具体。制

度结构视角更加关注宏观结构环境的制约作用，但缺少了中间

变量的分析，因为很难想象宏观结构本身是如何直接对精神健

康发生影响的; 关系网络视角更专注于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对

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的影响，但同样缺少更细微的分析; 生

存体验实际上是与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问题同一层级的分

析层次，这种视角强调的是生存体验是其他社会因素所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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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而非引起其他变量变化的原因。
宏观制度结构是如何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健康的，社会支持

和社会关系网络是如何发挥作用的，生存体验的前置变量是什

么等问题都需要我们梳理。分析发现，社会交往的视角可以作

为沟通现有三种视角和对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问题做出解

释的一种尝试。宏观制度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交往机

会，社会交往通过社会支持和社会关系网络具体表现出来，生

存体验则是社会交往的结果。社会交往机会越多，社交的范围

越广; 社交范围越广，对外界的了解越多; 对外界的了解越多，

越不会出现抑郁和孤独的精神状态，也就越不会出现心理问

题。同时，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大有利于破除以往文化观念的束

缚，对自身的社会认同也会产生积极影响。有鉴于此，我们需

要考虑社会交往与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问题的直接关联。
近些年来，多数学者倾向于将目前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定义

为“内卷化”，并分别从农民工的社会体制和阶层流动、社会行

为和身份认同等不同特征进行研究［11］，但直接探讨社会交往

和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问题的研究并不多，已有研究更多地

围绕社会交往与社会认同的关系展开。既有研究认为，社会交

往对阶层认同有重要影响［12］，社会交往的“内卷化”不利于新

生代农民工城市认同的培育［13］; 还有学者指出社会交往的“内

卷化”导致了沿海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情感归属“族内化”的

出现，从而加大了与城市居民的心理隔阂［14］，但并未进一步探

讨沿海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交往与精神健康问题的关联。
通过对以往研究的文献回顾和理论思考表明，社会交往对精神

健康的重要性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在实际生活中，良好

的社会交往对于减少个体的孤独感，宣泄个体的愤怒以及负面

情绪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交往与精神

健康的关系问题遂成为本文的研究起点。
二、研究设计

( 一) 研究基本情况

本项研究的资料来源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生代农民工

创业与城市适应研究”，主要选取了新生代农民工比较集中的

北京地区和珠三角地区作为调查地点进行问卷调查。依据具

体实际，北京地区的调查对象主要以从事服务行业的新生代农

民工为主，珠江三角洲地区主要调查从事制造业的新生代农民

工。调查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辅之以观察法，共随

机发放问卷 1000 份，回收 967 份，回收率为 96． 7%。数据整理

后用 spss 和 stata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 二) 概念界定和测量指标

在研究中，我们主要将精神健康问题的概念界定为医学上

有明确特征的焦虑和抑郁的心理状态，主要用国际上通行的

Zung 抑郁自评量表( Self － 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 来测量。
在具体影响因素的操作化方面，本文将社会交往更多地界定为

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性交往，包括各种集体活动，如聚餐，参加

比赛，外出郊游等; 同时也包括个体性交往，如与他人聊天等。
同时，研究还将社会交往区分为虚拟性交往和实体性交往两个

维度。在具体变量选择方面，主要选择“是否经常聚餐”、“是

否参加集体文化活动”和“是否参加集体体育活动”等变量作

为群体性交往的测量指标，将“是否经常闲聊”和“是否经常上

网和人沟通”作为个体性交往的测量指标。为了体现社会交往

通过城市认同进而对精神健康产生的间接影响，研究中纳入了

对所在城市认同的测量指标，体现在对城市生活方式的态度、
对社区事务的关心和社区事务的参与等层面，主要用变量“社

区事务是否与我无关”和“城市休闲方式是否适合自己”来测

量新生代农民工对所在城市的认同度。
三、研究结果

( 一)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人口特征

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性别比例较为均衡，年龄结构

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新生代农民工女性所占比例为 52． 9% ，

男性为 47． 1% ，性别比例基本持平。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

为 24． 37 岁，其 中 16 ～ 20 岁 的 占 18． 0% ，21 ～ 25 岁 的 占

42． 5% ，26 ～ 33 岁的占 37%。婚姻状况的主体是未婚群体，但

已婚比率逐年显著上升。数据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已婚的比率

占 39． 4% ，其中已婚有小孩的占到 31． 5%。在居住条件方面，

在城市生活中与家庭成员共同生活或独自租住的新生代农民

工占有了一定的比例，但单位宿舍仍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

居住方式，为 40． 8%。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比老一代农

民工有了提高，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占到 74． 9%。行业

分布上，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在建筑业中呈下

降趋势。就业状况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以全职为主，占总体的

71． 8%。收入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月均收入集中在 1600 ～ 2400
元之间，其比例占总体的 42． 1% ，处于收入两端的相对较少。
具体情况见表 1。

表 1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人口特征( n = 854)

项目 百分比 项目 百分比

性别
男 52． 9%

女 47． 1%

工作

类型

制造业 33． 7%

服务业 46． 3%

年龄
25 岁及以下 60． 5%

25 岁以上 39． 5%

居住

方式

集体宿舍 40． 8%

其他 59． 2%

婚姻

状态

已婚 39． 4%

未婚 60． 6%
收入

2400 元以下 66． 5%

2400 元以上 33． 5%

文化

程度

初中及以下 25． 1%

初中以上 74． 9%

就业

状况

全 职 71． 8%

兼 职 28． 2%

( 二) 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

图 1 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状态分布状况

Zung 抑郁自评量表主要测量人的精神性—情感症状、躯体

性障碍、精神运动性障碍和抑郁的心理障碍等方面存在的健康

问题④。已有研究表明，Zung 抑郁自评量表可作为诊断焦虑和

抑郁症的一个 有 效 的 检 测 工 具，并 可 用 于 评 价 抑 郁 症 的 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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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15］。王春芳等人的研究指出，我国男性和女性在 SDS 量表

上正常水平得分为 24． 91 ～ 42． 01 之间［16］，这进一步验证了将

抑郁标准的得分划分为 40 的有效性，同时为我们提供了比较

参照的基点。调查发现，从总体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精

神状态良好的处于大多数，占总体的 52． 8% ，但抑郁状态的人

数也达到了 42． 2% ，不容忽视。其中处于轻微抑郁状态的占

26． 5% ，中度抑郁的比例为 17． 9% ，重度抑郁的比例也占到了

2． 8% ，具体如图 1 所示。
( 三) 精神健康的比较分析

从行业类型来看，在制造业中没有抑郁特征的新生代农民

工占其制造业总体的 66% ，而在诸如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和交

通运输等服务业中，其比例降到了 60% 以下，也即说明相对于

制造业、服务业的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出现问题的比例更

高。通过对不同行业类型下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进行卡

方分析也发现不同行业的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状态存在明

显差异性。从婚姻状况来说，已婚状态的新生代农民工比未婚

状态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抑郁程度低，在轻度抑郁、中度抑郁和

重度抑郁等不同层次中分别低 15． 8、19． 8 和 40． 0 个百分点。
这表明相对于已婚状态的新生代农民工，处于未婚状态的新生

代农民工更有可能处于抑郁状态。在性别方面，男性新生代农

民工处于抑郁状态的比例占其总体的 45． 4% ，高于平均水平，

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处于抑郁状态的只占其总体的 39． 3% ，比前

者低了 6． 1 个百分点。这说明男性和女性虽然处于几乎相同

的工作环境中，面临着近似的压力，在精神状态上却存在着显

著差异。
四、精神健康的影响因素

在本研究中，将社会交往作为自变量，社会人口特征作为

控制变量，城市认同和群体交往取向等变量作为调节变量纳入

模型，因为因变量“是否处于抑郁状态”和部分自变量属于二分

变量，因而采取 logistic 回归来进行分析。
在不考虑其他变量影响的情况下，将控制变量性别、年龄、

婚姻情况和文化程度纳入分析( 模型 1) 。结果显示，除婚姻情

况外，其他的控制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是否处于抑郁状态均有

影响。具体说来，相对于女性而言，男性新生代农民工抑郁的

发生比提高了 31% ; 随着年龄每变动一个单位，新生代农民工

处于抑郁状态的发生比降低 3% ; 而婚姻状态并未对抑郁状态

产生任何影响; 相对于“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者，“高中或职

高”、“中专或技校”、“大专”等教育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工抑郁

的发生比分别变动了 0． 75、0． 72 和 0． 67 倍。性别、年龄和教

育程度的影响均有统计显著性，具有推论价值。
为了探讨社会交往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的影响

程度，将“是否经常聚餐”等自变量加入模型 1，得到模型 2。数

据表明，社会交往中的属于群体性交往的“经常聚餐”、“参加

集体文化活动”和“参加集体体育活动”均对是否处于抑郁状

态有正面的影响，但后两个因变量的影响不显著。而同样属于

群体性交往的“参加集体郊游活动”却对是否处于抑郁状态发

挥着负面影响。数据同时显示，属于个体性交往的“经常闲聊”
对抑郁状态没有影响，但“经常上网和人沟通”对新生代农民工

处于抑郁状态却发挥了负面的效果。具体说来，在控制其他因

素影响的情况下，相对于不经常上网沟通的新生代农民工而

言，经常上网沟通的群体其抑郁发生比提高了 1． 53 倍。除此

之外，纳入解释变量后，控制变量的影响几乎未发生变化，基本

维持在原初水平。
表 2 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影响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

处于抑郁状态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控制变量

性别 1． 31 1． 29 1． 13

年龄 0． 95 0． 97 0． 97

婚姻状况⑤ 0． 89 0． 92 0． 88

教育程度

高中或职高 0． 75 0． 87 0． 89

中专或技校 0． 72 0． 82 0． 86

大专 0． 67 0． 79 0． 83

本科及以上 1． 01 0． 92 0． 88

解释变量

社会交往

是否经常聚餐 0． 63 0． 64

是否参加集体文化活动 0． 93 0． 87

是否参加集体体育活动 0． 85 0． 93

是否参加集体郊游活动 1． 12 1． 17

是否经常和人闲聊 1． 05 1． 13

是否经常上网和人沟通 1． 53 1． 63

调节变量

社区事务是否与我无关 1． 71

城市休闲方式是否适合自己 1． 64

是否愿意群体交往 0． 49

金钱是否是人生目标 1． 59

LR χ2 17． 21 37． 16 47． 59

Prob ＞ χ2 0． 00 0． 00 0． 00

Pseudo R2 0． 13 0． 32 0． 44

N 854 854 854

注: 代表 p ＜ 0． 1，代表 p ＜ 0． 05，代表 p ＜ 0． 01。

在模型 2 中测量了新生代农民工集体性交往在行动层面

对是否处于抑郁状态的影响，现实中，群体性交往的意愿也往

往会通过行动从而对是否产生抑郁发生作用。同时，社会交往

也会通过城市认同变量对是否处于抑郁状态产生影响。除此

之外，人生追求的目标也会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心理承受

能力，从而对是否处于抑郁状态产生影响。为此，在模型 3 中

将“是否愿意群体交往”、“金钱是否是人生目标”、“社区事务

是否与我无关”和“城市休闲方式是否适合自己”四个变量纳

入模型。结果显示群体交往的意愿对抑郁状态的发生起到了

削弱的效果。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愿意参加群体交往的

新生代农民工比不愿意参加集体交往的新生代农民工其抑郁

的发生比降低了 51% ; 相对于“金钱不是人生目标”的新生代

农民工而言，将金钱看作人生目标的新生代农民工其抑郁发生

比提高了 59% ; 相对于对“社区事务与我无关”持否定答案的

新生代农民工，认为“社区事务与我无关”的新生代农民工其抑

郁发生比提高了 0． 71 倍; 而变量“城市休闲方式是否适合自

己”的影响方向与“社区事务与我无关”一致，对此持肯定答案

的新生代农民工对持否定答案的农民工其抑郁发生比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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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 表 2) 。
五、结论与讨论

( 一) 研究结论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 1) 从总体上来说，40% 以

上的新生代农民工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抑郁问题。中度及以

上程度的抑郁比例达到了 20． 7%。( 2) 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

内部来看，不同行业、不同婚姻状况和不同性别的新生代农民

工的抑郁状态都存在差异。其中服务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抑郁

比例高于制造业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未婚的新生代农民工抑

郁比例高于已婚群体，而男性抑郁状态的比例高于女性。( 3 )

从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抑郁状态的因素来说，剔除没有通过检验

的自变量，数据显示城市认同是社会交往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是

否处于抑郁的重要中介变量。( 4 ) 在社会交往因素的影响方

面，从群体性交往和个体性交往的维度看，群体性交往能够减

少抑郁状态的发生，个体性交往的影响则趋于复杂。( 5 ) 从实

体性交往和虚拟性交往的维度来看，实体性交往能够降低抑郁

的发生比，而虚拟性交往却起到了相反的效果。
具体来说，在同时属于群体性交往和实体性交往的自变量

中，属于企业组织的群体性交往( 如参加文化和体育活动等) 并

没有降低新生代农民工的抑郁发生比，相反新生代农民工群体

自发组织的群体性交往( 如经常聚餐等) 却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而同时属于个体性交往和实体性交往的自变量“经常闲聊”，没

有得到数据的支持和验证。与之对应的属于个体性交往和实

体性交往的自变量“在网上经常和人沟通”，却产生了提高新生

代农民工处于抑郁状态可能性的消极影响。除此之外，在心理

层面集体交往的意愿越强，抑郁的发生比越低; 而在价值层面

越是把金钱看作人生的目标，抑郁发生的可能性则越强。
( 二) 讨论

在新生代农民工影响因素方面，研究发现社会性交往中自

发组织的群体性交往对缓解抑郁状态发挥了积极作用。之所

以企业所组织的群体性交往活动并没有很好地缓解新生代农

民工的抑郁状态，与新生代农民工的主动性没有发挥有关。在

互动的形式上，面对面的交往虽然是最初级的交流形式，但却

是最好的交流形式，因为它使交往的双方全身心地投入。网络

上的沟通虽然便捷方便，但因为其匿名性和不确定性往往成为

了逃避现实交往和互动的另一途径，网上沟通的加强反而导致

新生代农民工抑郁发生比提高就是很好的例证。正如理查德

·桑内特指出:“媒体大大加深了社会群体之间的了解，但也毫

无必要地削弱了他们的实际交往……电子媒体满足了人们为

了更好地了解和感知自己的人格而从社会交往中退缩的需

求。”［17］

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的问题的产生，从根本上来说是因

为“流动的劳动力体制”⑥的存在，它造就了新生代农民工流动

的制度格局。在直接原因方面，既有研究已经表明，个人条件、
社会支持、移民压力、劳动权益和工厂体制等方面都会对农民

工的精神健康产生影响，劳动权益普遍被侵犯的现实催生了员

工的精神健康问题［18］。本研究指出，社会交往因素也是影响

精神健康不容忽视的重要面向。在马克思看来，交往的普遍发

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基础; 只有进行普遍交往，才能造成

人与人之间全面的依存关系，形成全面丰富的社会关系。在当

代社会，普遍的扩大化的交往成为应对人与人之间“原子化”关

系的重要手段。已有研究也表明加强社会交往是增强流动人

口群体城市社会认同，满足其需求的重要途径［19］。为此，改善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精神健康问题，国家和政府除了为改变流

动的劳动力体制而长期努力，还需要在企业层面倡导企业为新

生代农民工群体提供更多的时间和资源，为他们开展自主性的

群体性交往活动提供便利，从而改变以往“运动式”的精神文化

生活方式。在社区层面，也需创造各种条件，为新生代农民工

融入城市提供必要的场所和设施，加强他们对城市的归属感和

认同感，从而为真正地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精神健康问题

提供有力保障。

注 释 :

①新生代农民工指户口在农村，出生于 1980 年以后，在城市里从

事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力人口。

②http: / /www． stats． gov． cn / tjfx / fxbg / t20110310_402710032． htm．

③富士康科技集团创立于 1974 年，是专业从事电脑、通讯、消费电

子、数位内容、汽车零组件、通路等 6C 产业的高新科技企业。自 2010

年 1 月 23 日富士康员工第一跳起至 2010 年 11 月 5 日，富士康已发生

14 起跳楼事件，引起社会各界乃至全球的关注。2011 年7 月 18 日凌晨

3 时，又有一名员工跳楼，年仅 21 岁。详情参见 http: / /baike． baidu．
com /view /3624334． htm。

④Zung 抑郁自评量表中包括两类问题，一类是正向计分问题，一类

是反向计分问题，各 10 题。正向计分的分值越高，越抑郁，精神状态越

差; 反向计分的分值越高，越不抑郁，精神状态越好。最后分数为将所

有的题目的得分相加，得到总分。根据量表的判断标准，分数在 40 分

以下者为无抑郁，分数在 40 分到 47 分者为轻微至轻度抑郁，分数在 48

分到 55 分者为中度至重度抑郁，分数在 56 分以上者为重度抑郁的标

准。

⑤控制变量中婚姻状况以“未婚”为参考项。教育程度的选项为

“初中及以下”、“高中或职高”、“中专或技校、“大专”和“本科及以

上”，以“初中及以下”为参照项。解释变量中“是否经常聚餐”为二分

自变量，以否定情况“不经常聚餐”为参照项。“是否经常和人闲聊”、
“是否经常上网和人沟通”、“社区事务是否与我无关”和“城市休闲方

式是否适合自己”等自变量参照项的处理方式与“是否经常聚餐”一

致，调节变量中“金钱是否是人生目标”和“是否愿意群体交往”也分别

以否定情况作为参照项。

⑥流动的劳动力体制，是范芝芬( C． Cindy Fan) 在分析中国劳动

力的制度和性别建构中提出的，是指国家继承了原来社会主义时期的

制度遗产以强化其能力，强化了基于户口、籍贯、阶级和性别的差异，从

而有利于获取农村劳动力的最大价值，这一体制通过户口建构机会，从

而进一步造成了城市和农村的二元区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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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北贫困地区农户的社会资本特征
———基于 400 份农户问卷调查的初步分析

包晓霞
(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兰州 730070)

提 要: 社会资本是社会网络研究中一种重要的理论取向和分析工具。社会资本理论在个体、群体、组织和社区等不

同层面的研究成果，正在受到扶贫领域公共政策制定者的重视。以社会资本理论为分析框架，运用“中国农村贫困问题农户问

卷调查”的相关数据，对中国西北农村贫困农户的社会资本特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互惠行为是贫困家庭积累社会资

本最重要的投资形式; 贫困农户的社会关系构型同质性较高，表现为具有较强的紧密型关系，但缺少垂直型和跨越型关系; 社会

网络规模小，具有显著的封闭性，表现为存在大量无法跨越的结构洞。
关 键 词: 中国西北; 贫困地区; 农户; 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 C912． 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 3637( 2012) 04 － 0034 － 05

一、概念界定与应用

社会资本( social capital) 是社会网络研究中一种重要的理

论取向和分析工具。社会资本理论在个体、群体、组织和社区

等不同层面的研究成果，正在受到扶贫领域公共政策制定者的

重视。世界银行将提升和丰富社区的社会资本，作为社区扶贫

的重要策略，并引导着更多国家和地区扶贫政策或项目的设计

理念，社会资本也成为扶贫政策研究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

念。
( 一) 社会资本的定义

社会资本是一种嵌入于社会结构中的资本，是一种关系取

向的资源; 社会资本与其他资本一样，具有生产性功能，可以为

社会行动者创造利益，社会性和生产性是社会资本所具有的本

质属性。林南( 2001) 对已有的社会资本定义和理论进行了综

合性的考证，较为全面地解释了社会资本概念，提出: “社会资

本是投资在社会关系中并希望在市场上得到回报的一种资源，

是一种镶嵌在社会结构之中并且可以通过有目的的行动来获

得或流动的资源。”［1］这种资源不能被个人所直接占有，只能通

过个人直接或间接的社会关系而获得。社会资本的形成有三

个基本的过程: 投资、涉取和动员以及回报，有三个因素决定着

个体所获得的社会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是个体社会网络的

异质性，二是网络成员的社会地位，三是个体与网络成员的关

系强度。边燕杰( 2007) 指出了属于社会资本的两种资源: 一种

是信息，一种是影响力或操作力。这种影响力来源于网络，基

于个人与其他社会个人的联系，称之为社会资本［2］。由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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